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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蘭遮城是 1624 年荷蘭人在臺灣臺南安平建築的城

堡，初稱奧倫治城（Fort Orange），1627 年奉荷蘭東

印度公司總公司命令改名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

城堡本城於 1632 年已大體竣工，並以城堡為中心建立

起荷蘭在臺灣的殖民統治，迄 1662 年鄭成功攻佔熱蘭

遮城驅逐荷蘭人之後，鄭氏仍長駐於此，並改地名為安

平。11683 年清軍大舉攻臺，鄭克塽戰敗投降，清廷仍

以熱蘭遮城為軍裝局，但熱蘭遮城卻因 1869 年英軍砲

轟安平火藥庫而毀損部份城牆，不久，1874 年二鯤身

修築炮臺（億載金城），也從城堡取走不少建材。熱蘭

遮城於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曾經加以整建，既在城內構築

海關長官宿舍，又於 1930 年將宿舍改建成具拱廊形式

的展覽館。戰後，城堡改稱「安平古堡」，並增建瞭望

塔和史蹟公園。

　2003 年，臺南市政府委託國立成功大學進行《第一

級古蹟臺灣城殘蹟（原熱蘭遮城）城址初步研究計畫》，

同年八月計畫共同主持人劉益昌在參酌成功大學土木工

程系李德河教授利用透地雷達探勘熱蘭遮城遺址所得數

據，對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2 目前已發掘七個地點，

編號為第 1 － 7 號探坑。所出遺物的質材種類頗為豐

富，而以陶瓷的數量最多。初步觀察，陶瓷器的年代早

自十七世紀，晚迄近現代，其時代跨幅基本上涵蓋了荷

蘭、明鄭、清朝、日本以及戰後臺灣等各個時期。

　就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十七世紀陶瓷的產區而

言，無疑是以中國製品的數量居最大多數，但亦包括若

干歐洲、日本和東南亞陶瓷標本，試略作介紹如下。

一、遺址出土的荷蘭陶瓷

　熱蘭遮城第 1、2、5號探坑出土的荷蘭陶瓷可大致區

分為二類。一類是屬於廣義的馬約利卡（Majolica）系

作品。此類標本計四件，胎質鬆軟，呈淡黃色調（圖

1a、1b、1c、1d）。其中一件內外施釉，外壁於胎上施

罩白色失透性錫釉，而後在釉上以鈷藍進行彩繪，釉層

較厚，會剝釉（圖 1d）。其外觀藍彩雖可媲美青花瓷器，

所不同的是，青花瓷器是直接於器胎繪飾鈷料而後施罩

透明釉以高溫一次燒成。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四片馬約利卡陶雖僅存殘片，但

仍可觀察出是轆轤拉坯成形的瓶罐類，從器形推測，很

可能就是被稱為膏藥罐（Albarello）的罐身部位殘件

（圖 2）。法國特華（Troyes）市立醫院附屬藥局即有多

件十七世紀的此類膏藥罐傳世至今（圖 3）。3 就目前的

資料看來，這類器高約十餘公分的小罐很可能是隨著

荷蘭人勢力的擴張而攜至各地，如 1613 年沈沒於大西

洋聖海倫那島（St. Helena）的荷蘭籍白獅號（Witte 
Leeuw）沈船即見有這類小罐，4 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亞洲的重要據點印尼萬丹（Banten）遺址也曾出土這類

作品（圖 4）。5

　另一方面，除了傳世作品之外，至 1990 年代日本遺

址所見荷蘭十七至十八世紀陶瓷標本計約十九件（片），

半數以上屬此類膏藥壺。6 其次，依據 2001 年松本啟子

的統計，則分別來自日本八處遺址，統計二十九件的馬

約利卡陶器當中，所謂膏藥罐亦佔二十一件之多。7 其

中，年代最早的標本見於長崎縣大村市慶長三年（1598）

建成的玖島城址， 8 以及堺環濠都市日本慶長二十年

（1615）地層；9 不僅如此，在調查增上寺歷代德川將

軍墓時也於卒歿於元和九年（1623）的德川秀忠墓發現

同類作品（圖 5）。10 結合出土有該類作品之其他遺址

之性質或地望，則除了將軍墓、城、大名居宅之外，明

顯集中於獲得幕府同意可與外國交易的「五城商人」所

在地之長崎、堺、大阪、京都，以及出島荷蘭商館遺址。
11 這樣看來，做為荷蘭東印度公司連接東南亞印尼諸國

或東北亞日本重要基地的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有十七世紀

荷蘭陶瓷似乎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此外，由於日本堺市

是因朱印船貿易而繁榮的都市，而臺灣即是日本朱印船

赴東南亞貿易時的據點，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也於寬永三

年（1626）獲得朱印狀得以派遣船隻至臺灣貿易。12 值

得一提的是，在 1636 年 5 月 30 日由巴達維亞總督寄予

末次平藏的信函中提到：「陶器和生絲的樣本或模型，

收悉。我等遵循閣下的希望，擬將之送往祖國或其他地

方製作。並且在接獲時隨即送往貴處」。結合 1633 年 5

月 13 日巴達維亞總督捎予松浦肥前守的書簡也提到：

「關於荷蘭陶器，在新年將模型送往荷蘭於同地製作」，

均屬日本向荷蘭訂製陶瓷的珍貴記事。13 因此，不能排

除臺灣據點也參與了此一陶瓷訂製時樣本或成品交付等

運送事宜。除此之外，1631 年 3 月 23 日荷蘭館長予臺

灣長官普特曼斯（Putmans）的信也說：「閣下明年如果

方便的話，請為我等考慮黑砂糖少許、釀造啤酒用的瓶、

飯桌所使用的上等和粗製陶器」。西田宏子認為此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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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是日本荷蘭商館向臺灣請求荷蘭陶瓷之証。14 但事實

如何？已難確認。其實，對於相信安平壺即啤酒壺的部

分學者而言，15 此一記事或許也可釋讀為日本荷蘭商館

向臺灣請求燒造於中國但熱蘭遮城以及日本平戶市和長

崎市出島荷蘭商館均曾出土的安平壺？而臺灣原住民部

落遺址經常出土安平壺一事，或許也可以安平壺為盛酒

容器之脈絡來予以理解。

　另一方面， 《巴達維亞城日誌》記載 1639 年臺灣有「做

為膏藥用給理髮師的 Cangan 布」；《熱蘭遮城日誌》也

提到鄭成功攻陷熱蘭遮城時發現三百名病患正在醫院就

診。雖然，當時的醫院概念和今日的情況大不相同，也

就是說以當時歐洲而言，外科醫生其實是由理髮師所兼

任，然而我們仍可藉由一幅十八世紀繪畫所見置放於外

科醫生診療室中的所謂 Albarello 罐（圖 6）及其他用

具，而得以遙想熱蘭遮城理髮兼外科醫的工作和醫院的

情景。16 如前所述，歐洲不少醫院仍保存有這類膏藥罐，

同時荷蘭阿姆斯特丹 17 或法國南部里昂（Lyon）特洛

廣場（Terreaux Place）等十七世紀遺址也都出土了同

類標本。18 依據目前的資料看來，包括 Albarello 膏藥

罐在內的所謂荷蘭馬約利卡陶器的燒造地點，除了荷蘭

北部（Noord-Nederland）、 荷蘭南部（Zuid-Nederland）

之外，如安特衛普（Antwerpen）等歐洲其他地區亦有

生產，19 但詳情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補充。可確

定的是，東方臺灣或日本、印尼等地遺址出土的這類作

品應該是由荷蘭所攜來的。

二、遺址出土的德國陶瓷

　 熱 蘭 遮 城 出 土 的 德 國 陶 瓷 是 來 自 該 國 萊 茵

（Rhineland）地區窯場所燒製的鹽釉陶瓷。所出此類標

本計有壺把、器身以及器身所飾模印貼花等部位殘片

六十餘件（圖 7a、7b、7c、7d），據此可以復原得知作

品至少包括了俗稱鬍鬚男（Bartmannskrug, Baardman）

的帶把酒壺（圖 8）。酒壺以轆轤拉坯成形，壺頸肩部

位浮雕落腮鬍人面，同時經常於顏面下方以及壺腹側面

裝飾各式紋章，鬍鬚男一名即來自壺頸肩部位裝飾的人

面圖紋。

　萊茵地區「鬍鬚男」樣式酒壺延續至近代仍有燒

造，但主要燒製於十五至十七世紀， 當中又以科隆

（Cologne）及其近郊的弗勒亨（Frechen）等兩處窯場

製品最為著名，熱蘭遮城遺址目前所出標本均屬弗勒亨

地區窯場所生產。20 應予一提的是，前述出土有荷蘭馬

約利卡陶的印尼萬丹，21 或日本長崎出島荷蘭商館等遺

址也都出土有萊茵地區鬍鬚男酒壺標本（圖 9）。22 特

別是日本至西元 2002 年為止的多處考古遺址所出總數

達 115 件（片）的標本只見弗勒亨類型。23 換言之，截

至目前可確認之東方遺址所出萊茵地區鬍鬚男酒壺，似

乎限於弗勒亨類型，不久前公布的臺灣外島澎湖風櫃尾

表採的殘片，24 也屬同一類型。

　就印尼和日本考古遺址出土該類標本的年代而言，前

者之萬丹遺址因伴出土十七世紀的安平壺、卡拉克瓷、

漳州窯等中國陶瓷和日本肥前瓷窯殘件，故總數約 40

個體的弗勒亨類型標本之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後半至

十七世紀。25 至於日本出土有該類標本的考古遺跡則限

於長崎縣境內，如伴出有荷蘭馬約利卡膏藥罐的興善町

遺跡八尾邸就曾出土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標本，26 但

是無疑還是以荷蘭商館所在地的出島出土數量最多，長

崎市街和平戶市亦見出土例。後者平戶荷蘭商館年代

下限為 1641 年，故商館遺跡出土之鬍鬚男酒壺標本的

相對年代應在 1641 年之前。27 這樣看來，目前東亞考

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地區燒製的所謂鬍鬚男酒壺既限

於弗勒亨類型，其相對年代亦集中於十七世紀，不僅如

此，其考古遺跡也都和荷蘭人的勢力範圍密切相關。如

前所述，熱蘭遮城是荷蘭人自毀外島澎湖風櫃尾城堡於

1624 年拆遷至安平構築的城堡，而上述兩座城堡遺址

均發現有弗勒亨類型陶瓷，這很難說是偶然，而應該說

臺灣出土例亦如同印尼、日本般，透露出此類德國陶瓷

與荷人的緊密關連。關於這點，我們從 1609 年沈沒於

幾內亞灣南部的模里西斯號（Mauritius）沈船，28 或前

引發現有荷蘭馬約利卡陶的 1613 年白獅號等兩艘荷蘭

東印度公司沈船都打撈出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29 可

以推測印尼、臺灣和日本等國考古遺址所見德國萊茵地

區陶瓷應是由荷蘭人所帶來的。此一推測也符合以往學

界推測德國萊茵地區陶瓷，於十七世紀荷蘭社會所扮演

的舉足輕重的角色，即荷蘭國內考古發掘已證實中世紀

末期荷蘭陶瓷器用頗多是由萊茵地區窯場所輸入，並且

其中就包括不少弗勒亨類型的鬍鬚男酒壺。30

　或許是由於首先出現於德國萊茵地區的鬍鬚男酒壺外

觀所呈現出的詼諧裝飾趣味，深受歐洲人們的歡迎，致

使比利時或英國等地的窯場起而倣效， 燒製類似的作

品。但另一方面，萊茵地區的窯場似乎也接受訂製，故

傳世的不少鬍鬚男樣式酒壺上的貼花紋章內容， 除見有

英國、丹麥或奧地利等國王室家徽，還可見到科隆甚

或阿姆斯特丹市的市徽。31 後者阿姆斯特丹市市徽乃是

由三個垂直排列的「╳」所構造，分別表示阿姆斯特丹

市的三個剋星：水、火和黑死病，是該市十六世紀以

來迄今日的市徽（圖 10）。值得留意的是，臺南熱蘭遮

城第 2號探坑出土的弗勒亨類型鬍鬚男樣式酒壺壺身所

見貼花紋章雖已殘缺不全，但仍可清晰地辨識出紋章的

主題乃是由「╳」紋所構成（同圖 7d）。若參照國外收

藏之具有類似貼花紋飾的作品，32 可以確認此次熱蘭遮

城遺址出土的德國萊茵地區陶瓷當中，正巧包括裝飾阿

姆斯特丹市市徽的作品在內。雖然流傳於世的裝飾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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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特丹市市徽的弗勒亨類型鬍鬚男酒壺不止一件，彼

此的相對年代也不相同，其既包括十六世紀中期的作品

（1560），也有可晚到十七世紀早中期的例子（圖 11），

不過現藏日本神戶市立博物館之飾有阿姆斯特丹市徽的

作品（圖 12），由於市徽周邊之細部裝飾圖紋亦和熱蘭

遮城遺址所出同類標本之紋飾完全一致，因此可以認為

兩者屬於同一時期、相同窯場所燒製。其次，從前者壺

口沿部位由歐洲金工師所裝鑲的具有時代風格的金屬壺

蓋看來，學界推測該鹽釉壺應係 1590—1620 年間萊茵

瓷場售往荷蘭的典型作例。33 此一年代觀，可以做為訂

定熱蘭遮城遺址出土同類標本的年代參考依據。

三、遺址出土的日本陶瓷

　熱蘭遮城遺址所見日本陶瓷，包括第 3號探坑出土的

十七世紀九州肥前地區的唐津燒。出土殘片為盤類器壁

部位，內壁以白色化妝土刷抹波浪形複線紋飾帶，再於

上方飾以銅呈色的綠彩和以鐵為發色劑的褐彩而後施罩

透明釉燒成，匠心獨運，是肥前地區具有特色的產品，

一般稱為「二彩唐津」（圖 13）。

　唐津燒開窯於十六世紀八十年代甚或更早的十六世紀

中葉，34 很可能與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所擄回陶工在今佐

賀、 長崎兩縣松浦地區築窯燒瓷的傳承有關。 而所謂

「二彩唐津」主要燒造於武雄系的川古窯の谷新、 燒峰

上、內田大谷、弓野山、庭木山、小田志山、黑牟田和

檻ノ木等窯場；唐津燒同時也肩負了十七世紀日本陶瓷

外銷的任務，於印尼、泰國、柬甫寨、婆羅洲、汶萊等

東南亞國家都曾出土（圖 14）。35 其中，印尼萬丹遺址

曾出土荷蘭馬約利卡陶和德國萊茵地區弗勒亨類型之鬍

鬚男酒壺一事，已如前所述。應予一提的是，儘管唐津

燒的裝飾技法豐富，但東南亞國家出土例則限於所謂的

刷毛目和二彩唐津，36 此次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標本

亦不例外，屬當中的二彩類型，這似乎顯示了當時臺灣

與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印尼的緊密連繫，致使兩地遺址出

土的陶瓷組合較為相近，甚至連個別瓷窯作品的種類也

有雷同之處。

　依據近年的編年成果，二彩唐津始見於 1610 ─ 1650

年（II 期），但印尼和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出土的二彩唐

津和刷毛目等大盤則是屬 1650 ─ 1690 年（III 期）的

作品。37 大橋康二在作品編年的基礎之上，結合東南亞

以西未見此類作品出土例等現象，指出東南亞遺址所出

二彩唐津，恐非經由荷蘭船舶所運達。38 關於這點，我

們不應忘記，在此次熱蘭遮城遺址出土二彩唐津之前的

1980 年代，高雄縣左營清代鳳山縣舊城聚落遺址已曾

發現日本肥前陶瓷，並且是屬於十七世紀六十至八十年

代的青花瓷標本。39 眾所周知，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

陸臺灣，翌年與荷蘭簽訂開城協約，驅逐了荷蘭在臺勢

力，因此遺留在臺灣的 1660 ─ 1680 年代的日本陶瓷

不會是由荷蘭船自日本所攜至的。值得留意的是，左

營遺址日本青花瓷的年代正巧屬於清廷為杜絕海上走

私貿易，同時企圖孤立鄭成功而於 1661 年採行遷界措

施，至 1683 年清軍進攻臺灣，鄭克塽戰敗投降，翌年

頒佈展海令允許人民出海貿易這一期間的作品。換言

之，正是日本肥前陶瓷因中國紛亂的局勢而順勢取代

中國陶瓷外銷市場這一期間的作品。左營清代鳳山縣

舊城聚落遺址相傳是鄭成功所設軍屯前鋒尾的所在地，

而延平郡王鄭氏驅離荷蘭人之後亦長駐於熱蘭遮城，

也因此城堡又稱王城。看來上述兩處遺址所出十七世

紀後半的日本陶瓷，很可能和當時以臺灣為根據地的

鄭氏集團有關。事實上，坂井隆已曾指出鄭氏集團及

其後繼者才是十七世紀日本陶瓷外銷的最大功臣，40

近年同氏又援引 1681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倫敦總部給廈

門商館長的書信，證實鄭氏商船確曾赴日本購買陶瓷。
41 就此而言，熱蘭遮城和左營遺址會留下此一時期的

日本陶瓷或許可說是極為自然之事。此外，臺南市民

族文物館亦舊藏有年代約在 1650 ─ 1670 之間的日本

伊萬里青花小瓷罐（圖 15），42 結合前述考古發掘遺物，

表明十七世紀日本的陶瓷似有不少是先運抵臺灣而後

再外銷至東南亞或歐洲等地，泰國 Thao Khot 遺址即

曾出土與前引臺南市民族文物館完全一致的作品（圖

16），43 但其是否經由臺灣所輾轉傳入？目前已不得知。

四、遺址出土的泰國陶瓷

（一）Singburi 窯系無頸四繫罐

　此類標本計有二件。其中一件為繫耳殘件，表施褐釉，

出土於第 5 號探坑（TP5-IV.9 L4f）。另一件亦屬罐肩

部繫耳部位殘件，後者係出土於遺址第 3 號探坑的最

底層（TP3 A-I2, L4a），與所謂的安平壺殘片共伴出

土，素燒無釉，淺磚紅色胎中夾雜有砂石狀雜質（圖

17）。有趣的是，同類磚紅色胎無釉素燒四繫罐，於荷

蘭阿姆斯特丹市十七世紀居住遺址亦曾出土（圖 18），

據說是做為收貯壁爐灰燼的容器。44 這樣看來，考古

發掘既證實熱蘭遮城遺址出土有泰國中部 Singburi 窯

系無頸的繫罐，而若結合國外沉船或陸地遺址所見同

類標本，45 同時參酌熱蘭遮城築城史事以及出土遺址

層位和共伴瓷片的相對年代，可以認為熱蘭遮城遺址

出土的 Singburi 窯系標本之年代應在十七世紀。由於

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屬 1609 年 Mauritius、1613 年 Witte 
Leeuw、1656 年 Vergulde Draeck 等沉船，以及 1622 年

由荷人構築的風櫃尾城城址均見Singburi窯系四繫罐，

因此又可推測 1624 年破土開基，46 大體竣工於 1632

年的臺南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土同類標本，很有可能是

由荷蘭人所攜來的。在此應予一提的是，新近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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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淇武蘭遺址（現象 H166）也出土了泰國短頸四繫

罐，罐口沿外卷、束頸、弧肩、肩以下微弧內縮成大平

體，頸肩部位置四半環形橫繫並施罩偏黃的橄欖色釉，

從圖片看來製品燒結良好，通高 58.8 公分（圖 19）。47

由於其整體器式特徵和前引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前半

之 Akang Aow 沈船以及 1600 年 San Diego 沈船所見泰

國四繫罐相近，故可推測淇武蘭遺址同類帶繫罐的年代

也和流傳於臺灣排灣族 Noi 窯系四繫罐般，約於十六世

紀且不晚於十七世紀初。考慮到 1626 年西班牙人侵佔

臺灣基隆，1634 年又將蘭陽平原命為 Canbaran 的傳教

省區，其時並有淇武蘭（Qiparaur）的村落名稱。48 結

合淇武蘭遺址所出陶瓷組合，如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製

黃褐釉劃花罐等製品又見於西班牙籍 San Diego 沈船打

撈品，看來淇武蘭遺址之泰國陶瓷極有可能是由西班牙

人所攜入。

（二）印紋陶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印紋陶標本共計七件，均

出土於 2005 年發掘的第 7 號探坑，由殘片推測是屬

於罐的口頸和身腹部位殘件（圖 20），另從標本的胎

質和印紋裝飾特徵，可以確認其應是泰國中部阿瑜陀

耶（Ayutthaya），即《清史•暹羅傳》之「阿由提亞」，

華僑所謂 「大城」及其鄰近地區窯場所燒造。49 關於

其年代，我以前曾經粗略地整理過東南亞海域沈船以

及日本陸地考古遺址之發現例，指出前述發現有泰國

Singburi 窯系四繫罐的 Ko Khram、Ko Si Chang I、III（圖

21）或 Witte Leeuw 等十五至十七世紀沈船都伴出了同

類印紋陶。其次，出土有 Singburi 窯系四繫罐的日本

考古遺址如沖繩（首里京之內）、福岡（博多）、長崎市

（萬才町、榮町、興善町）等遺址也都出土了此類陶器。
50 綜合目前所見出土有這類印紋陶器之沈船或陸地遺址

的相對年代，可以認為其集中於十五至十七世紀，故熱

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泰國印紋陶標本的年代也應在這一時

期。

　另一方面，我們應該留意到熱蘭遮城遺址所見屬於罐

身腹部位殘片之印紋裝飾，和日本長崎市興善町遺跡八

尾邸宅出土同類標本幾乎完全一致（圖 22），51 也因此

興善町八尾邸宅出土標本的相對年代就成了進一步判別

熱蘭遮城遺址印紋陶年代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今日所謂

的興善町，原稱新町（自江戶時期至昭和三十八年改名

為止），是長崎代官末次平藏之父末次興善於文祿元年

（1592）所建設的市鎮，末次興善則是長崎開港不久即

往來於博多、臺灣之間貿易並因而致富的著名資本家。

發掘出土有與熱蘭遮城遺址酷似的泰國印紋陶的地點，

位於江戶時代擔任新町乙名（世襲的協助處理市政的要

員）八尾家的邸宅。文獻記載八尾家的先祖是出身地河

內之八尾的以商販甲冑為業的源左衛門，亦即新町初代

乙名，其就任日期可能在元和四年（1618）或寬永十五

年（1638）。52 無論如何，連同遺址住居柱石、地下室、

水井等遺構所出遺物計約三萬餘件，而從大量的燒造

於 1650—60 年代之有田皿山外銷用陶瓷係出土於充斥

瓦礫和燒土的灰坑，結合文獻記載，報告書執筆者永松

實等人推測，其極可能是發生於寬文三年（1603）江戶

期最嚴重的一次火災後的遺留。53 這從遺址出土日本和

中國陶瓷主要集中於十六世紀末至 1660 年代之前一事，

亦可得到佐證。54如果此一判斷無誤， 則興善町遺跡（八

屋邸宅）出土的泰國印紋陶壺，以及與之雷同的熱蘭遮

城所見標本之相對年代，也應在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

中期。

五、遺址出土的越南陶瓷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越南包括硬陶和施釉炻器等兩

類。硬陶至少有四件，其中三件呈紅褐色調，無釉，器

表略成鐵鏽光澤，薄胎，胎中羼白色雜質，整體以高溫

燒成。器表陰刻複線弦紋，弦紋上方另飾垂幕式波形梳

紋（圖 23）。類似的標本於日本九州長崎市榮町、55 勝

山町、56 金屋町、57 爐粕町、58 岩原目付屋等遺跡 59 或

堺環濠都市遺址等都曾出土，60 據此可知上述熱蘭遮城

遺址標本應屬壺、罐或甕類之頸肩部位的殘片。就目前

的資料看來，這類高溫硬陶器應來自越南窯場所生產，

特別有可能是越南中部窯場的製品（圖24）。61另一方面，

1970 年代劉文三著《臺灣早期民藝》一書所收錄的一

件臺灣古厝傳世的四繫罐（圖 25），62 罐口沿略呈唇口，

口部下方肩部部位飾三道凸弦紋，弦紋之間陰刻波狀梳

紋，並於對稱部位安四只繫耳。繫耳和凸弦紋下方另

飾四道陰刻複線紋， 複線紋之間裝飾有淺陰刻的波形梳

紋，無疑亦來自越南所產。63 參酌越南惠安或日本九州、 

堺市等可判明該類作品相對年代的考古資料看來，前述

熱蘭遮城遺址或臺灣古厝傳世的越南硬陶器的年代也約

在十七世紀。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另一件越南硬陶（ZLDA-94-TP7—

III, 1, L4c），為罐的身腹部位殘片。從殘片看來，是

以轆轤拉坯成形，修整不講究，器內外留有明顯的拉

痕。從斷面看來，器胎青灰當中夾有淺灰狀色層，整體

呈大理石或所謂「墨流」般之層狀紋理，極具特色（圖

26）。而這種以青灰、淺灰兩種不同胎土練合而成的高

溫硬陶，則是越南炻器常見的特徵之一，64 結合殘片器

形，可以推測熱蘭遮城遺址標本應是越南中部一帶窯場

所燒造的大口高瓶（圖 27）。就目前的資料看來，越南

中部廣平省首都同會（Dong Hoi），特別是蒴莊省（Sóc 

Trăng）窯群都燒造有這類高瓶。由於後者塑莊省（Sóc 

Trăng）窯址已經正式發掘，從而可知日本等地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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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大口高瓶應是來自越南中部窯場所生產，窯場的存

續時代約於十六世紀中後期至十七世紀前半期。65 另一

方面，就日本出土例而言，類似的大口高瓶多見於森本

朝子所區分的第三期（十六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中葉），

出土地點則集中在以堺、大阪為中心的九州東岸和瀨戶

內海沿岸，值得一提的是，平戶荷蘭商館建造之前的地

層也出土了此類高瓶。66 另外，前引日本金屋町或爐粕

町等遺跡亦如熱蘭遮城遺址所見，均同時伴出了越南複

線陰刻弦紋硬陶以及大口高瓶等兩類標本。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越南施釉炻器是見於第 5號探坑

的一件白釉綠彩標本（圖 28）。從標本的胎、釉特徵結

合其所貼飾的檳榔藤蔓和椰果，可知其應為裝盛食用檳

榔石灰的容器（Limepot）（圖 29）。學界對於這類越南

石灰罐的年代見解分歧，有十五世紀、67 十五至十六世

紀 68 和十六至十七世紀等不同說法。69 雖然熱蘭遮城遺

址標本是否確實用來裝盛檳榔用石灰？目前已難確認。

不過，從相對年代約在十五世紀後期至十六世紀越南

Hoi An 沈船發現有施罩單色釉的石灰罐，70 可知此類小

罐年代或可上溯十五至十六世紀，但若參酌熱蘭遮城的

築城年代以及遺址白釉綠彩標本的共伴遺物等看來，於

白釉上施綠彩之石灰罐的相對年代有可能是在十六至

十七世紀之間。此一年代觀有助於今後越南白釉綠彩石

灰壺的定年。

小結

　就熱蘭遮城遺址出土的歐洲陶瓷而言，除了本文已涉

及的十七世紀標本之外，亦可見到晚迄十九世紀的作

品。眾所皆知，鄭成功是在 1661 年登陸臺灣翌年與荷

蘭簽定開城協約，驅逐了荷蘭在臺勢力，至 1683 年（康

熙二十二年）清軍進攻臺灣才結束了鄭氏祖孫三代在臺

統治。清朝殖民臺灣百年之後又因日清甲午戰爭，清軍

潰敗而於 1895 年和日本訂定馬關條約割讓臺灣予日本。

此後要到 1945 年中國國民黨軍隊登陸臺灣，才又結束

日本的臺灣殖民統治。因此，熱蘭遮城遺址所出十九世

紀歐洲陶瓷到底是經由何種途徑而傳入？此一涉及消費

群的議題值得略予探討。以出土的白陶煙斗為例，作

品已殘缺，僅存部份火斗和一小截殘柄（圖 30），但仍

可輕易地觀察出作品係模製成形，斷面胎土潔白細膩

略泛黃色調。另從填塞煙草的火斗器表留有多道縱向捺

磨痕跡可知作品曾經打磨工序，故打磨部位微泛木頭

般溫潤的光澤。這類俗稱為 Clay Pipe 的陶煙斗最早出

現於十六世紀後半的英國，但由於英國的禁煙政策造

成陶煙斗製造業移往荷蘭發展，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

丹（Amsterdam）已成為歐洲最重要的陶煙斗製造和交

易中心。71 另一方面，隨著 1668 年位於海牙附近的豪

達（Gouda）市當局宣布營運煙斗市場以來，到了十八

世紀豪達已取代阿姆斯特丹的地位成為世界陶煙斗製造

都市。儘管十七世紀初期英國和荷蘭生產的陶煙斗之造

型相近，不易區別，但之後於荷蘭製造的陶煙斗既可經

由火斗（bowl）的造型和尺寸大小予以年代區分，72 至

於經常見於火斗下方突出之跟部上方的認證標誌，以及

跟部截面所見作坊商標（heel with heel marks）更是

提供編年的絕對依據（圖 31）。就此而言，此次熱蘭遮

城出土的白陶煙斗跟部即鎸印有豪達市政府的認證標

記，另從跟部底面所飾魚形作坊標幟，可知其是來自豪

達市的以魚形為品牌的作坊所生產。其次，從豪達市標

記下方另見一小凸圓點，結合煙管（stem）部份所施加

的繩紋印花裝飾，可以推測標本的年代約在 1850 年至

1940 年之間，73 亦即清朝據臺後期至日治時期。然而，

到底是清人抑或日本人才是此一白陶煙斗的使用者？關

於這點，我們從日本九州出島荷蘭商館遺址以至關東地

區不少遺址均出土有十八至十九世紀荷蘭白陶煙斗可

知，日本當時頗風行以白陶煙斗喫煙的習俗，故不排除

熱蘭遮城遺址所出來自荷蘭豪達市的白煙斗是由日本人

輾轉攜入臺灣的。換言之，出土標本的消費者或可指向

日本人。另外，我們也應留意熱蘭遮城所出白陶煙斗是

屬於豪達市製品中所謂「Fijné Pipé」，即以瑪瑙石研

磨器表使之產生溫潤光澤的僅次於最高級（Procelijne）

的上級品，而若依據 1700 年豪達市煙斗製造工會的規

定，此一等級陶煙斗的煙柄長度不得短於 53 公分，74

這對於復原熱蘭遮城標本器形甚至判定消費族群的經濟

能力或亦有所助益。臺灣熱蘭遮城遺址之外，我們亦應

留意香港九龍西貢沙咀（Sha Tsui，Sai Kung）所發現

的一艘沉船亦見泰國陶瓷，從報告書所揭示的圖版看

來，我推測沉船所出黑褐釉長頸罐口沿殘片可能來自

Sisatchnalai 窯系製品（圖 32）。75 由於罐的口頸部位

特徵和馬來半島 Turiang、76 印尼加里曼丹 Bakau77 等兩

艘十五世紀前半沉船打撈上岸的同類四繫罐的外觀特徵

一致，故可推測西貢沙咀沉船的泰國陶瓷的年代也在

十五世紀前半，並且同屬四繫罐的殘片。

　事實上，東南亞陶瓷不僅曾出現在中國廣東省外島香

港，也出沒於中國沿海省分，甚至於還因其有利於夏日

貯水而博得時人好評， 以致於還被課以關稅。如張燮 

《東西洋考》就記載萬曆十七年（1589）「番泥瓶」每百

個稅銀四分，至萬曆四十三年（1615）因恩詔量減各處

稅銀，故「每百個稅銀三分四釐」。78 明末崇禎年間修

撰的福建《海澄縣志》也提到有一種「夷瓶」，是「以

夷泥為之，陶而成器俗名干柸，夏日貯水可以不敗。出

下港者其色紅」。79 我認為所謂「番泥瓶」應即「夷瓶」。

問題是傳言出自下港（今印尼萬丹）的紅胎番泥瓶或夷

瓶指的到底又是什麼呢？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其極可能

就是此次熱蘭遮城遺址亦曾出土並流行於東南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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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來自泰國中部 Ayutthaya（大城）地區所燒造的低

溫素燒陶罐。由於該類素燒陶器器體無釉可以透氣，同

時因外表水分蒸發時所產生的氣化熱可以冷卻罐內的

水，因此確實有利夏日貯水。應予一提的是，該類泰

國素燒陶罐也隨著船舶出沒各地，如 Bakau（圖 33）、

Koh Khram、Pattaya、Ko Si Chang、Witte Leeuw 等 多

艘十五至十七世紀沉船都可見到這類標本。臺灣之外，

前引西貢沙咀十五世紀沉船 80 以及大嶼山竹蒿灣一處

推測是往來廣東至東南亞的中途據點，也出土了同類素

燒罐殘片。報告者認為為竹蒿灣遺跡陶瓷可能和來華的

葡萄牙人的活動有關（圖 34）。81 不過，由於葡萄牙人

首次訪問中國的年代是在 1514 年，並於 1518 年初次造

訪暹羅，82 因此相對年代約於十五世紀前半的竹蒿灣出

土泰國陶瓷不太可能和葡萄牙人有關，83 而有較大可能

是暹羅或中國商船的遺留。另一方面，圍繞於這類泰國

素燒陶罐的浪漫典故似乎不少，除了前述夏日貯水可以

不敗的中國記事，日本亦將泰國素燒陶罐轉用於茶席中

裝盛洗濯茶碗、補充茶釜用水的水指或裝盛洗濯茶碗廢

水的建水。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任職日本時代臺灣總督府理蕃課

的瀨川孝吉（1906—1998）於 1928 至 1939 年所拍攝的

排灣族頭目盛裝照，頭目身旁女子前方所置高度及膝的

施釉大口四繫罐（圖 35），84 無疑是來自泰國 Singburi

縣 Noi 河窯系所燒製；從沈沒於 1600 年的菲律賓海域

San Diego 沉船亦見同類遺物（圖 36）等推測遺留在排

灣族居地之泰國四繫罐的相對年代約於十六世紀至十七

世紀初。85 其和荷蘭畫家 Cornelis Bega（1631/32—

1664）繪於 1663 年的畫作中也將臺南熱蘭遮城亦曾出

土的泰國四繫罐做為畫面的題材（圖 37），86 所欲傳達

的訊息形成有趣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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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a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1b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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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c 臺灣熱蘭遮城遺址出土 圖 1d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3 法國特華市立醫院附屬藥局傳世藥罐

圖 2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罐身部位殘件

圖 6 十八世紀歐洲畫作所見外科診療圖 5 日本德川秀忠將軍墓出土 1623 年圖 4 印尼萬丹（Bantan）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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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a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9 印尼萬丹出土 圖 10 阿姆斯特丹市市徽

圖 7b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7c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7d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8 Keramik Museum Freche 藏

圖 13 肥前二彩唐津

圖 11 Kennemerland 沈船

打撈作品 1664 年

圖 12 德國鬍鬚男鹽釉酒壺

日本 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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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臺南市民族文物館舊藏肥前青花小罐 圖 16 泰國 Thao Khot 寺出土

肥前青花小罐

圖 17 Singburi 窯系帶繫罐標本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18 Singburi 窯系四繫罐

荷蘭阿姆斯特丹市出土

圖 20 泰國印紋陶殘片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21 泰國Ko Si Chang 沈船打撈品線繪圖

圖 22 泰國印紋陶殘片長崎市興善町遺跡出土

圖 14 二彩唐津

泰國 Nakon si Thammarat 出土

圖 19 泰國四繫罐

臺灣宜蘭淇武蘭遺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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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熱蘭遮城遺址出土越南陶瓷殘片 圖 24 越南窯址出土帶繫罐線繪圖

圖 25 臺灣古厝傳世的越南帶繫罐

圖 26a 越南硬陶罐殘片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26b 同上 背面

圖 27 越南窯址出土的大口高瓶

圖 28 白釉綠彩石灰罐片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29 白釉緑彩粉石灰提梁壺

日本 福岡市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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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a 陶煙斗　臺灣熱蘭遮城遺址出土 圖 30b 同 根部

圖 31 陶煙斗線繪圖

圖 32 香港九龍沈船遺跡所見泰國陶瓷標本

圖 33 印尼Bakau 沈船發現的泰國印紋陶罐 圖 34 香港大嶼山竹蒿灣遺跡出土泰國陶瓷標本

圖 35 排灣族頭目盛裝照

 瀨川孝吉攝 1928-1939 年

圖 36 San Diego 沈船

打撈品 1600 年

圖 37 Cornelis Bega 1663 年

繪作所見泰國四繫罐


